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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让下属更好地接受并追逐愿景，领导会在与下属的愿景沟通中有意进行负面反馈。

然而，领导应如何通过调整负面反馈的措辞策略，来提高愿景沟通的效果尚不明确。基于幻

想实现理论开展了情景实验(研究 1, N=76)及问卷调查(研究 2, N=301; 研究 3, N=619)，结果

一致表明，愿景沟通中领导的负面反馈解释水平能够通过下属的愿景实现期望进而影响其愿

景追逐行为，同时这一中介机制被组织经营状态调节。当组织处于顺境中，领导在采取负面

反馈时应该采用较低的解释水平，而当组织处于逆境中则应采取较高的解释水平，这样能使

负面反馈发挥出最佳效果。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下属愿景

认知与行为反应的作用机制，为领导者如何在与下属的愿景沟通中有效开展负面反馈提供了

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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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组织愿景的作用愈发凸显。它不仅是战略决策的重要指

引，更是凝聚群体共识、激发创新活力的核心要素。在愿景内化的过程中，领导者的愿景沟

通至关重要，能确保组织上下对愿景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形成共同行动的力量。领导

在与下属的愿景沟通中，不仅会使用常规的正面反馈，还会有意进行负面反馈(Stam et al.,

2010a)，通过表达对组织现状的不满(Xing et al., 2021)，引导下属意识到现状与愿景间的偏

差进而缩小差距(胡君辰，李涛, 2014)。同时近来也有学者提出，忧患型领导等关注负面前

景的领导风格能有效促进下属开展变革(Gao et al., 2024)。因此，领导者如何在愿景沟通中用

好负面反馈并发挥激励下属追逐愿景的正向作用，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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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反馈为克服阻碍并实现目标提供行动方向(Audia & Locke, 2003)，能成为愿景沟通

中鼓动下属的重要手段(van Knippenberg & Stam, 2014)。合理的负面反馈有助于激活下属的

学习动机(Xing et al., 2023)、主动行为(赵修文 等, 2023)，并提高绩效(Xing et al., 2021)。然

而，负面反馈作为领导者对现状的批评表达，不合理地使用也容易打击下属(Hu et al., 2015)，

损害他们的动机和目标期望(Dijk & Kluger, 2011; Remus et al., 2005)，增加消极情绪乃至降低

绩效(Ilgen & Davis, 2001; Ilies et al., 2007)。尤其在愿景沟通等附带目标的情境下，一旦对负

面反馈使用不当则容易导致下属对愿景的消极看法。因此，讲究策略的负面反馈能有效激励

下属，而不合理的负面反馈则可能有害，应针对负面反馈的使用策略进行探究。

言语措辞在领导者沟通中发挥塑造下属认知的核心作用(Brockner & Higgins, 2001)，是

探究合理使用负面反馈的重要突破口。已有研究关注到负面反馈的反馈源、传达形式及其与

建议、信念等内容的搭配(Hu et al., 2015; Steelman & Rutkowski, 2004)，但对负面反馈本身应

采取何种措辞知之甚少。考虑到不同措辞会导致下属形成不同的认知评价和行为选择(万鹏

宇 等, 2023)，要发挥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激励作用，有必要填补对其措辞的研究空白。

在众多措辞因素中，解释水平(Construal Level)是指人们编码和解码信息的方式(Wiesenfeld et

al., 2017)，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一方面，领导者作为编码者对解释水平有可操作性。领导讲

话虽存在众多不可控因素，但采取“明说”或“暗道”的讲话策略往往是人为可控的(Wiesenfeld

et al., 2017)。另一方面，措辞的解释水平将使下属对负面反馈的心理表征处于不同的抽象程

度和心理距离(Berson et al., 2015)，是塑造下属认知的关键。为填补已有研究不足，有必要

探讨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下属愿景实现期望及后续行为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将基于 Oettingen 等(2001)提出的幻想实现理论，聚焦愿景沟通

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厘清个体激活愿景期望的自我调节策略和理论路径；同时结合个体

期望与所处环境的关联性(Oettingen, 1999)，揭示负面反馈在不同情境的作用差异，全面刻

画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下属愿景追逐行为的影响机制。可能具有逻辑理路

(Why)、边界条件(When)、使用对策(How)三方面贡献：一是基于幻想实现理论探明负面反

馈的解释水平为何能影响下属的认知和行为，揭示多种负面反馈策略发挥作用的逻辑原理；

二是通过引入组织经营状态，从顺境和逆境角度延展了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不同解释水平

的适用边界；三是在实践上明确领导者何时应采取何种负面反馈对策，为管理实践提供理论

指导。

1.1 理论基础

幻想实现理论围绕理想未来和当下现实两个核心来阐释个体对未来的自我调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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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ttingen et al., 2001)。基于个体对两者的关注程度，该理论早期提出三类调节策略

(Oettingen, 1999)：（1）沉湎于幻想。当个体关注理想未来却忽视实现理想的现实阻碍时，

个体容易陷入“白日梦”般的幻想中，难以明晰接近理想的行动方向。此时，个体对实现理

想目标的期望未被有效激活。（2）驻足于当下。当个体关注当下现实却忽视理想未来，个体

将忽视实现目标后的收获，反而驻足于当前的现实阻碍。此时，个体同样缺乏对理想的行动

方向，乃至认为理想遥不可及且采取行动是不必要的。（3）心理对照。当个体同时关注到理

想未来和当下现实，便会通过将两者对比从而明确理想和现实间的偏差。这类偏差形成理想

目标和现实阻碍间的关联，促使个体理解实现理想所要克服的现实阻碍，并思考采取行动的

必要性和实现理想的可能性。这种思考最终会激发个体对实现理想目标的期望，并采取行动。

后续发展中，幻想实现理论也延伸出新的调节策略，即反向心理对照(Oettingen, 2012)，认

为若个体已经关注到当下现实并驻足于现实阻碍，即便后续再传达理想未来的信息，也很难

刺激他们对实现理想的期望。这也意味着同时传达愿景和负面反馈的必要性。

本研究情境和幻想实现理论的衔接有如下两方面：一是愿景沟通所传达的愿景信号与幻

想实现理论的理想未来对应。理想未来是个体内在的心理图式(Oettingen et al., 2001)，愿景

信号即组织未来的理想化图景，能塑造下属对未来愿景的心理想象(Stam et al., 2010b)。两者

均指向积极的远景目标，愿景信号能激活下属对理想未来的认知。二是负面反馈所传达的现

实阻碍信号与幻想实现理论的当下现实对应。正如 Oettingen(2012)在阐释幻想实现理论时所

言，为实现幻想而克服现实阻碍是个体针对当下现实的行动核心；而负面反馈所传达的现实

阻碍信号，旨在使下属意识到与目标间的偏差进而克服差距(胡君辰，李涛, 2014)，两者均

指向亟待突破的消极的近景目标。

与其他期望理论相似，幻想实现理论同样强调个体的期望以现实环境为基础(Oettingen

et al., 2001; Oettingen & Mayer, 2002)，因此需将环境纳入研究范畴。借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Salancik & Pfeffer, 1978)，下属获取愿景和现实阻碍信号后倾向于在环境中捕捉能佐证信号

的线索。这意味不同情境下，相同信号在下属的心理加工中会产生偏差(盖笑松 等, 2016)。

组织经营状态为这类偏差提供了良好解释。组织经营状态是指组织成员以对现实环境的心理

期望为参考点，对当前环境的期望顺差和逆差的集体感知(Hack & von Bieberstein, 2014; 贺

小刚 等, 2015)。由于个体的有限理性，组织经营状态通常呈现顺境和逆境两极，即当环境

越是超越心理期望则越为顺境，越是落后于心理期望则越为逆境，两极间随心理偏差程度存

在连续性(贺小刚 等, 2015)。这两极与幻想实现理论衔接，分别侧重提供支持愿景和现实阻

碍的环境线索：组织经营状态越是偏向顺境，超预期的良好环境有助于明晰愿景；越是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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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未达到预期的消极环境将强化对现实阻碍的认知。因此，有必要结合组织经营状态展

开综合探讨。

1.2 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

愿景沟通传达遥远愿景的同时，也会传达迈向愿景的短期目标(Berson et al., 2015)。领

导者在愿景沟通中使用负面反馈能为下属提供改进现状的短期目标，目的在于刺激下属克服

实现愿景的现实阻碍(胡君辰，李涛, 2014)。而缩小偏差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努力实现愿景的

过程，体现为下属对愿景的实现期望和追逐行为。

根据幻想实现理论，个体对愿景和现实阻碍的关注程度不同，将对愿景采取不同调节策

略(Oettingen et al., 2016)，而组织经营状态偏向顺境或逆境都可能使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

下属愿景实现期望产生不同作用。在组织经营状态偏向顺境时，由于组织经营超越预期，支

撑现实阻碍信号的环境线索较弱。若领导者在愿景沟通中采用高解释水平的负面反馈，传达

模糊、抽象的问题，则容易扩大下属对现实阻碍的心理距离(Wiesenfeld et al., 2017)，难以引

发对现实阻碍的重视。下属倾向于采取沉溺于美好幻想的调节策略，难以有效激活愿景实现

期望。若领导者采取低解释水平的负面反馈，则能通过对问题的清晰表述弥补环境消极线索

的缺位，有利于强化现实阻碍信号，实现下属对愿景和现实阻碍的认知平衡，激活下属的愿

景实现期望。

组织经营状态偏向逆境时，通常缺少支撑愿景信号的环境线索，同时蕴含丰富的消极线

索。由于个体趋于在逆境中捕捉消极线索(Salancik & Pfeffer, 1978)，低解释水平的负面反馈

会使现实阻碍信号过强，导致下属倾向于选择沉湎于消极现实的调节策略，不利于提升愿景

实现期望。若采取高解释水平的负面反馈，由于下属接收到的消极内容的心理距离较远，一

来有助于明确为实现愿景而克服阻碍的行动方向，二来避免下属把注意力集中于现状。下属

能更容易地明确现状与愿景的差距并知晓如何行动来缩小差距，倾向于采取心理对照的调节

策略。因此，当组织经营状态越是偏向逆境，高解释水平的负面反馈越能在愿景沟通中促进

下属的愿景实现期望。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组织经营状态调节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下属愿景实现期望的关系，

组织经营状态越偏向顺境，负面反馈解释水平与下属愿景实现期望越倾向于呈负向关系；

越偏向逆境，负面反馈解释水平与下属愿景实现期望越倾向于呈正向关系。

1.3 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愿景追逐行为

愿景追逐行为指的是指向愿景的一系列目标导向行动的集合(Fishbach et al., 2010)。根据

幻想实现理论，个体期望是构成目标承诺的重要基础，将转化为实现愿景的自我效能、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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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责任感，并有助于明确行动思路(Kappes & Oettingen, 2014; Oettingen et al., 2001)，这些

效果最终将涌现为个体的愿景追逐行为。当领导者触发下属的心理对照并激活愿景实现期望，

下属将会把愿景实现后美好的心理图式与自我概念绑定(Stam et al., 2014)，进而产生实现愿

景的紧迫性。因此，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下属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会进一步

作用于后续的愿景追逐行为。同时，由于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在组织经营状态分别偏向顺境

和逆境时，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存在差异，这类差异同样会被介导并导致不同水平的愿景

追逐行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愿景沟通中，下属的愿景实现期望在负面反馈解释水平与愿景追逐行为间起到中

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受组织经营状态的调节。

综合上述分析，研究模型如图 1。本研究将通过三项研究，分别采取情景实验和问卷调

研的方法就该模型展开检验。

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

愿景实现期望

组织经营状态

（顺境 vs 逆境）

愿景追逐行为

团队

层面

个体

层面

图 1 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愿景追逐行为的影响机制

2 研究 1：情景实验

2.1 被试

研究 1 采取情景实验的方法，设置 2（低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2（顺境、逆境）

四个小组。根据 G*Power 3.1计算双因素方差分析样本量（设定统计检验力 1-β=0.80、双侧

检验α=0.05、效应量 f=0.40、组别数为 4），所需的最低被试量为 52人。通过某高校就业指

导中心、校内论坛和公众号等平台与 76名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生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安排

周末进行实验室实验。研究将被试者随机均分为 4组，每组 19人。实验采用被试者自愿报

名、参与的原则，全程由 1到 2位研究者一对一陪同；实验前，研究者详细告知被试者研究

全程不涉及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及伦理准则的事项，研究结果及个人信息被严格保密，数据仅

用于学术研究；研究者对被试者说明除研究内容外的所有信息，包括有无涉及隐私、有无伤

害等，确保其知情同意；在实验中，被试者无任何限制或束缚，且允许随时终止实验。本实

验内容获研究者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被试基本情况如下：在性别方面，男性 45人，

女性 31人；在年龄方面，平均年龄为 22.37岁(SD=1.80)；在教育背景方面，本科人数为 39

人，硕士人数为 32人，博士人数为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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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材料与设计

被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低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顺境、逆境）四种实验情景。研

究者向被试者展示实验材料，并要求他们将上述材料视为当前自己所在公司的真实材料，并

根据自己在公司的真实反应回答量表题项，具体步骤如下：

（1）参考 Berson和 Halevy(2014)的做法，首先要求被试者阅读一篇由研究者提前攥写

的有关“组织愿景”的报刊文章，以使被试者对组织愿景具备初步了解。接着，要求被试者

根据报刊文章填答解释水平的量表题项，以了解被试者自身在解码信息时的解释水平，为后

续实验提供控制变量。

（2）以公司公告的形式，展示用于操纵组织经营状态的实验材料。该材料的内容借鉴

Roberts和 Grover(2012)的量表，两份材料仅在体现顺境和逆境的关键词汇上有差异，其余

内容完全一致，具体如图 2（左为顺境，右为逆境）：

图 2 研究 1 组织经营状态的材料示例

（3）参考 Stam(2010b)等人的做法，要求被试者在电脑前听一段领导讲话音频，同时字

幕出现在电脑屏幕中央，该材料的内容借鉴吴月燕 (2019)等的量表，参考 Berson 和

Halevy(2014)的做法，通过更改内容的抽象程度来控制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于低解释水

平，采用具象描述；对于高解释水平，采用抽象描述。两份材料中的负面反馈与愿景相关，

且仅在体现解释水平的关键措辞上有所差异，其余内容一致；材料内容立足互联网公司情境，

与被试者员工身份一致，以确保代入感。为避免两份音频材料的语言语调差异导致的干扰，

研究采用科大讯飞的 AI配音技术，两段配音的所有参数保持一致。材料内容如下：

低解释水平：

“我们的愿景是为世界提供互联平台，因此我们努力将公司做大做强，吸引更多用户加入。然

而，在实现愿景的路上常有波折：在上周五，竞争对手 B 公司的新产品上线，该产品预计将在

随后一个季度导致我们 2.5%的用户流失，同时还会有 2 家合作伙伴不再与我们平台续约，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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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签署合约。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高解释水平：

“我们的愿景是为世界提供互联平台，因此我们努力将公司做大做强，吸引更多用户加入。然

而，在实现愿景的路上常有波折：曾几何时，竞争对手在产品上再推陈出新，该产品预计将在

今后一段岁月导致我们的用户渐行渐远，同时还会有个别合作伙伴与我们平台分道扬镳，与对

手珠联璧合。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4）被试者填写解释水平量表和组织经营状态量表用于操纵检验，填写愿景实现期望

量表和愿景追逐行为量表用于后续分析。

（5）参考 Berson和 Halevy(2014)的做法，研究者在实验结束前向被试者通报：

“下个月公司将开展一个新项目，该项目旨在强化公司当下的用户粘性和对新用户的吸引力，

这对于实现公司‘为世界提供互联平台’的愿景良好契合，目前该项目正在招收新成员。”

研究者以开放式题项询问被试者，是否自愿报名该新项目（1=完全不自愿，7=完全自

愿）；询问被试者愿意每天在新项目中投入的平均工作时间。将上述分值标准化，取均值来

反映被试者参与愿景追逐的行为意向。将该结果用于重复检验假设，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6）研究者告知被试者，上述所有内容均为实验虚构，在确保该实验经历不会影响被

试者对真实工作的态度后，支付 20元报酬。

2.3 变量测量

采用的量表均为发表在核心学术刊物上、被验证有效的成熟量表，遵循双向翻译-回译

程序，针对中文用语习惯对部分措辞进行情境化适配。具体如下：

解释水平。采用吴月燕等(2019)开发的语体感知量表。该量表包含 3个题项，采用 7点

李克特量表形式，样题如“我觉得领导传达问题的语言口语化”，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

组织经营状态。采用 Roberts和 Grover(2012)开发的组织经济逆境量表。为反映组织经

营状态的连续性及其顺境/逆境的两极，将量表改编为语意差别量表，即将 7点李克特量表

中的 1和 7分别代表两极，例如好（坏）、以消费者利益驱动（以组织利益驱动）等，数字

越接近某一端就越接近这端的陈述(王汉瑛 等, 2018)。该量表包含 5个题项，本研究中 1分

代表逆境、7分代表顺境、4分代表中立，样题如“在过去六个月里，该组织最有可能在销

售额方面处于：‘逆境 1 2 3 4 5 6 7顺境’”，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

愿景实现期望。采用 Norman 和 Aron(2003)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包含 6个题项，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形式，样题如“我们具备实现组织愿景的能力”，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

愿景追逐行为。采用 Louro等(2007)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包含 3个题项，采用 7点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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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量表形式，样题如“我愿意为实现组织愿景而付出更大的努力”，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

控制变量。为排除人口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干扰以及被试者自身解码信息的解释水平的干

扰，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被试者自身解释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2.4 实验结果

2.4.1 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高解释水平组与低解释水平组的被试者在人口统计变量、自

身解释水平和组织经营状态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解释水平得分上，高解释水平组

(M=3.16, SD=1.22)显著低于低解释水平组(M=5.00, SD=1.22)（得分越低代表解释水平越高），

t(74)=6.10，p<0.001，Cohen’s d=1.40，表明对解释水平的操纵是成功的；顺境组与逆境组的

被试在人口统计变量、自身的解释水平和解释水平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组织经营状

态得分上，顺境组(M=5.36, SD=0.95)显著高于逆境组(M=1.87, SD=0.86)，t(74)=16.82，p<0.001，

Cohen’s d=3.86，表明对组织经营状态的操纵是成功的。

2.4.2 假设检验

采用方差分析检验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组织经营状态对愿景实现期望的交互作用。在

控制被试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自身解释水平下，对愿景实现期望进行 2（高解释水

平、低解释水平）×2（顺境、逆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组织经营状态与解释水平的交

互项系数显著（F(1, 68)=10.30, p=0.0013, �
�
2 =0.14），解释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F(1,

68)=0.03, p=0.85, �
�
2 =0.00），组织经营状态的主效应显著（F(1, 68)=19.17, p<0.001,

�
�
2 =0.24）；对由量表测得的愿景追逐行为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组织经营状态与

解释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F(1, 68)=14.19, p=0.0013, �
�
2 =0.14），解释水平的主效应

不显著（F(1, 68)=0.11, p=0.77, �
�
2 =0.00），组织经营状态的主效应显著（F(1, 68)=28.89,

p<0.001, �
�
2 =0.25）；对由开放题项测得的愿景追逐行为进行重复检验，结果相符。这

表明解释水平与组织经营状态对愿景实现期望和愿景追逐行为有交互作用；解释水平的主效

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解释水平在逆境和顺境对愿景实现期望和愿景追逐行为分别有正向和

负向的影响，导致在整体样本层面两种效应相互抵消。

进一步检验不同组织经营状态下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采用

SPSS 宏插件 Process进行 20000 次 Bootstrap 分析，以实验分组的虚拟变量（0=低解释水平，

1=高解释水平；0=逆境，1=顺境）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控制被试者的性别、年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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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和自身解释水平后，结果显示：对于 95%显著性水平，在顺境下，解释水平对愿景

实现期望的效应系数呈负向显著(β=-0.79, [LLCI, ULCI]=[-1.41, -0.16])；在逆境下，解释水平

对愿景实现期望的效应系数呈正向显著(β=0.71, [LLCI, ULCI]=[0.08, 1.33])；解释水平和组织

经营状态的交互项对愿景实现期望的效应系数显著(β=-1.49, [LLCI, ULCI]=[-2.38, -0.61])。假

设 H1得到支持。不同组织经营状态下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效应曲线如图 3。

图 3 不同组织经营状态下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

检验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通过愿景实现期望对愿景追逐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

95%显著性水平，对于量表测得的愿景追逐行为，组织经营状态偏向顺境时的中介效应值

(β=-0.55, [LLCI, ULCI]=[-1.04, -0.16])负向显著；组织经营状态偏向逆境时的中介效应值

(β=0.49, [LLCI, ULCI]=[0.07, 1.00])正向显著。两情境中介效应值存在明显差异(Δβ=1.04,

[LLCI, ULCI]=[0.43, 1.77])，假设 H2得到支持。对由开放题项测得的愿景追逐行为进行重复

检验，结果相符。

3 研究 2：问卷调查

研究 2将采取多时点问卷调查法，进一步检验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愿景追

逐行为的关系，检验研究 1中的影响效应在实验室外能否复现。

3.1 样本和程序

调研对象来自总部位于北京的某金融企业。该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在经营管理上

相对独立。伴随近年新型金融的崛起，该企业整体处于变革转型阶段。从该公司的中高层负

责人处获悉，目前各分支机构按总公司的战略要求均下达了有关转型升级的愿景目标，领导

对下属进行愿景沟通的现象普遍存在。该样本情境比较适用于本研究。在中高层负责人的帮

助下，与该企业分支机构取得联系，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一个核心团队，对核心团队进行在线

问卷调研，共获得 53个团队的数据，这么做的原因如下：（1）除主要核心团队之外，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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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属于临时聘用或者主要负责外出业务，与团队联结不深且干扰因素较多；（2）主要核心

团队的员工均为正式工，职业生涯与组织绑定，对组织愿景理解更深，是领导愿景沟通的主

要接收者。采用两时点问卷调研，两个时点间隔一周。一共 390位职员参与本次调研。在第

一个时点，受访者汇报直接上级领导在愿景沟通时所传达的负面信息的解释水平、组织经营

状态以及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领导共事的年限等基本信

息。在第二个时点，受访者汇报愿景实现期望和愿景追逐行为。在排除第二个时点未填答问

卷、两个时点的问卷未能配对的样本后，共收集到 301 份有效问卷。其中，女性占 52%；

平均年龄为 37 岁；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占 84%。

3.2 变量测量

解释水平。参考先前研究做法(李思贤 等, 2022)，采用单题项测量受访者所感知的负面

反馈的解释水平，即“领导所讲的问题是清晰具体的，还是模糊抽象的？”，采取 7点语意

差别量表的形式，1代表非常具体，4代表中立，7代表非常抽象。

组织经营状态。受访者直接对单题项“您认为团队的情况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打分，

采取 7点语意差别量表的形式，1代表逆境，4代表中立，7代表顺境。

愿景实现期望和愿景追逐行为量表与研究 1一致，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7、0.83。

控制变量。工作年限、与领导共事的时间等因素可能影响员工对组织愿景、领导者讲话

的认知和态度，故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工作年限、与领导共事的

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3.3 数据分析策略

研究 2解释水平与组织经营状态均为员工个体评价的团队层面变量。基于Mplus 8.0软

件，采用MSEM 进行多层调节分析的策略(方杰 等, 2018)，计算中介效应以及被调节的中

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在跨层次分析中，将解释水平、组织经营状态的得分聚合为团队层面变

量。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评估数据聚合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研究 2 中的解释水平的 ICC(1)

为 0.47，ICC(2)为 0.84，Rwg为 0.78；组织经营状态的 ICC(1)为 0.45，ICC(2)为 0.83，Rwg

为 0.83，均显示良好的组内一致性。可以将解释水平、组织经营状态的组内均值作为所对应

的团队层面的测量值。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采取组间均值的中心化处理，使结果易于理解。

3.4 数据分析结果

3.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和测量的共同方法偏差。由于研究 2仅用到

愿景实现期望和愿景追逐行为两个量表，因此二因子为原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26)=43.17,

C
h

in
aX

iv
:2

02
40

5.
00

00
3v

1
ChinaXiv



CFI=0.99, TLI=0.98, RMSEA=0.05)；单因子模型拟合指标明显差于原模型，表明各变量具有

良好的区分效度(χ2(27)=261.73, CFI=0.80, TLI=0.74, RMSEA=0.17)；三因子为原模型加入共

同因子后的模型，未能明显改善原模型(χ2(18)=31.06, CFI=0.99, TLI=0.98, RMSEA=0.05)，表

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 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相关系数如表 1。由表 1可知，下属的愿景实现期

望与愿景追逐行为呈正相关(r=0.46, p<0.001)，符合此前的研究结论。

表 1 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均值 SD 1 2 3 4 5 6
团队层面

1.解释水平 2.95 1.57 -
2.组织经营状态 4.91 1.61 -0.22 -
个体层面

1.性别 0.52 0.50 -
2.年龄 36.57 7.19 -0.15* -
3.教育程度 4.87 0.53 -0.04 -0.17** -
4.工作年限 12.56 15.03 -0.08 0.41*** -0.00 -
5.与领导共事年限 4.27 3.86 0.13* 0.29*** -0.11† 0.09 -
6.愿景实现期望 5.61 1.22 0.05 0.11 -0.14* 0.06 0.18** -
7.愿景追逐行为 5.94 1.28 -0.10 0.15** -0.03 0.08 0.09 0.46***

注：*, **, ***, †分别表示 p<0.05, 0.01, 0.001, 0.1，团队层面样本数 N=53；个体样本数 N=301，下同。性别：

0=女，1=男；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技校，4=专科，5=本科，6=硕士，7=博士。

3.4.3 假设检验

采用Mplus 8.0 构建团队层面-个体层面的两层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展开检验，结果如表

2。模型 2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组织经营状态的交互项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回归系数负向

显著(γ=-0.13，SE=0.02，p<0.001)，说明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在不同情境下和愿景实现期望

的关系存在差异，结果支持假设 H1；模型 3中，解释水平与愿景追逐行为间的回归系数负

向显著(γ=-0.29，SE=0.10，p=0.003)，在模型 4中加入愿景实现期望后，该效应及其显著性

下降，且愿景实现期望与愿景追逐行为的效应系数正向显著(γ=0.38，SE=0.13，p=0.003)，

说明愿景实现期望在解释水平和愿景追逐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表 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愿景实现期望 愿景追逐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团队层面

解释水平 -0.09

(0.09)

-0.11*

(0.05)

-0.29**

(0.10)

-0.25*

(0.10)

组织经营状态 0.31***

(0.08)

0.40***

(0.05)

0.34**

(0.12)

0.1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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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水平×组织经营状态 -0.13***

(0.02)

-0.17**

(0.05)

-0.12*

(0.06)

个体层面

愿景实现期望 0.38**

(0.13)

性别 0.05

(0.09)

0.06

(0.09)

-0.18

(0.13)

-0.21†

(0.12)

年龄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教育 -0.08

(0.10)

-0.07

(0.10)

0.12

(0.11)

0.15

(0.11)

工作年限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与领导共事年限 0.00

(0.01)

0.01

(0.01)

0.01

(0.02)

0.00

(0.02)

截距项 5.55***

(0.65)

5.39***

(0.66)

4.77***

(0.64)

2.75***

(0.69)

注：*, **, ***, †分别表示 p<0.05, 0.01, 0.001, 0.1，团队层面样本数 N=53；个体样本数 N=301；表中系数为

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计算不同情境下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的回归系数及其 95%显著性水平

下限值和上限值。将组织经营状态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偏向顺境和偏向逆境的划分依

据，结果如图 3：偏向顺境时，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呈显著的负向关系(β=-0.32, [LLCI,

ULCI]=[-0.46, -0.18])；偏向逆境时，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的正向关系不显著(β=0.10,

[LLCI, ULCI]=[-0.01, 0.21])。对比两种情况，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的回归系数存在明显

差异(Δβ=0.41, [LLCI, ULCI]=[-0.55, 0.28])，假设 H1得到支撑。

图 3 不同组织经营状态下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

计算顺境和逆境下解释水平通过愿景实现期望影响愿景追逐行为的中介效应及其 95%

显著性水平下限值和上限值，结果如下：偏向顺境时，中介效应负向显著(β=-0.29, [LL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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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CI]=[-0.48, -0.10])；偏向逆境时，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7, [LLCI, ULCI]=[-0.01, 0.16])；

对比两种情况，中介效应存在明显差异(Δβ=0.36, [LLCI, ULCI]=[-0.56, -0.16])，支持假设 H2。

4 研究 3：问卷调查

研究 3将采用成熟量表并结合样本分割法(Sample-Split Technique)解决研究 2 中的单题

项和同源数据问题，此外选取更大范围的样本，再次检验组织经营状态偏向逆境时，愿景沟

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下属愿景追逐行为的关系。

4.1 样本和程序

调研对象来自总部位于北京的某汽车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下设多家经营相对独立的子厂

区。伴随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崛起，该企业处于战略转型阶段，各厂区陆续下达新的愿景目标

并定期开展员工动员活动。研究者要求企业联系人随机挑选位于不同经营状况厂区的正式员

工队伍作为研究样本，开展两时点问卷调研，两个时点间隔一周。一共来自 63个团队的 708

位员工参与本次调研。在第一个时点，受访者汇报直接上级领导在愿景沟通时所传达的负面

信息的解释水平、组织经营状态以及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

与领导共事的年限等基本信息。在第二个时点，受访者汇报愿景实现期望和愿景追逐行为。

在排除第二个时点未填答问卷、两个时点的问卷未能配对的样本后，共收集到 619份有效问

卷。在样本中，女性占 48%；平均年龄为 31岁；在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

大学专科的占比最多，分别为 39%、44%、12%。

4.2 变量测量

解释水平。采用与研究 1一致的量表。由于该量表打分越高，说明解释水平越低，为方

便理解数据结果并与此前研究一致，采用(8-量表打分)的差值来衡量解释水平，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

组织经营状态、愿景实现期望、愿景追逐行为均采用与研究 1一致的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6、0.98、0.96。

控制变量。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工作年限、与领导共事的时

间作为控制变量。

4.3 数据分析策略

研究 3的数据分析分为两个部分：（1）基于Mplus 8.0软件，采用MSEM 策略进行多层

调节分析，计算中介效应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在跨层次分析中，将受访者对

解释水平、组织经营状态的打分聚合为团队层面变量。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评估数据聚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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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结果发现研究 3中的解释水平的 ICC(1)为 0.45，ICC(2)为 0.89，Rwg为 0.78；组织

经营状态的 ICC(1)为 0.44，ICC(2)为 0.89，Rwg为 0.76，均显示出良好的组内一致性。接着，

将聚合后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采取组间均值的中心化处理，进行数据检验。（2）参考

Rousseau(1985)提出的克服同源数据偏差的样本分割法(Sample-Split Technique)，进行重复检

验，排除同源偏差的干扰。具体而言，将每个团队的数据随机分割为个体组和团队组。接着，

将团队组样本所评价的解释水平和组织经营状态聚合为该团队的团队变量数据，与该团队的

个体组的个体变量数据衔接构成非同源的数据集，并重复数据检验。

4.4 数据分析结果

4.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和测量的共同方法偏差。四因子为原模型，

拟合指标良好(χ2(113)=639.29, CFI=0.97, TLI=0.96, RMSEA=0.09)；五因子为原模型加入共同

因子后的模型，未能明显改善原模型(χ2(97)=318.44, CFI=0.99, TLI=0.98, RMSEA=0.06)，表

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其余模型拟合指标明显差于原模型，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

区分效度。

4.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 3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相关系数如表 3。由表 3可知，在个体层面，下属

的愿景实现期望与愿景追逐行为呈正相关(r=0.54, p<0.001)，符合此前的研究结论；在团队

层面，解释水平与组织经营状态呈负相关(r=-0.36, p=0.004)。

表 3 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均值 SD 1 2 3 4 5 6
团队层面

1.解释水平 1.84 0.96 -
2.组织经营状态 5.19 1.15 -0.36** -
个体层面

1.性别 0.48 0.50 -
2.年龄 30.58 7.61 -0.02 -
3.教育程度 1.81 0.82 -0.14** -0.06 -
4.工作年限 4.21 4.30 -0.03 0.50*** -0.04 -
5.与领导共事年限 2.09 2.37 0.04 0.49*** -0.10* 0.54*** -
6.愿景实现期望 5.65 1.39 -0.00 -0.07† 0.02 -0.12** -0.14** -
7.愿景追逐行为 5.58 1.26 -0.08* 0.01 0.04 -0.03 -0.11** 0.54***

注：*, **, ***, †分别表示 p<0.05, 0.01, 0.001, 0.1，团队层面样本数 N=63；个体样本数 N=619，下同。性别：

0=女，1=男；教育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中专，3=专科，4=本科，5=硕士，6=博士。

4.4.3 假设检验

采用Mplus 8.0 构建团队层面-个体层面的两层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展开检验，结果如表

4。模型 2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组织经营状态的交互项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回归系数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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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γ=-0.49，SE=0.07，p<0.001)，说明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在不同情境下与愿景实现期望

的关系存在差异，支持假设 H1；模型 3中，解释水平与愿景追逐行为间的回归系数正向显

著(γ=0.23，SE=0.07，p<0.001)，在模型 4中加入愿景实现期望后，该效应及其显著性下降，

且愿景实现期望对愿景追逐行为的效应系数正向显著(γ=0.37，SE=0.05，p<0.001)，愿景实

现期望在解释水平和愿景追逐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愿景实现期望 愿景追逐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团队层面

解释水平 0.41**

(0.12)

0.13†

(0.08)

0.23***

(0.07)

0.18**

(0.05)

组织经营状态 0.74***

(0.10)

0.61***

(0.06)

0.43***

(0.05)

0.20**

(0.06)

解释水平×组织经营状态 -0.49***

(0.07)

-0.34***

(0.05)

-0.16**

(0.08)

个体层面

愿景实现期望 0.37***

(0.05)

性别 0.10

(0.08)

0.04

(0.08)

-0.16†

(0.08)

-0.18*

(0.08)

年龄 0.00

(0.01)

0.00

(0.01)

0.01*

(0.00)

0.01*

(0.00)

教育 -0.03

(0.05)

-0.03

(0.05)

0.01

(0.06)

0.02

(0.05)

工作年限 -0.02

(0.02)

-0.02

(0.02)

0.00

(0.01)

0.01

(0.01)

与领导共事年限 -0.02

(0.02)

-0.03

(0.02)

-0.05*

(0.02)

-0.04

(0.02)

截距项 5.79***

(0.22)

5.57***

(0.10)

5.64***

(0.13)

3.29***

(0.35)

注：*, **, ***, †分别表示 p<0.05, 0.01, 0.001, 0.1，团队层面样本数 N=63；个体样本数 N=619；表中系数为

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计算不同情境下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效应值及其 95%显著性水平下

限值和上限值。将组织经营状态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偏向顺境和偏向逆境的划分依据，

结果如图 4：在偏向顺境时，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呈显著的负向关系(β=-0.43, [LLCI,

ULCI]=[-0.68, -0.18])；在偏向逆境时，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呈显著的正向关系(β=0.69,

[LLCI, ULCI]=[0.50, 0.89])。两类情境下，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

(Δβ=1.12, [LLCI, ULCI]=[0.80, 1.44])，假设 H1得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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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组织经营状态下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

计算解释水平通过愿景实现期望影响愿景追逐行为的中介效应及其 95%显著性水平下

限值和上限值，结果如下：偏向顺境时，中介效应呈负向显著(β=-0.28, [LLCI, ULCI]=[-0.46,

-0.10])；偏向逆境时，该中介效应呈正向显著(β=0.52, [LLCI, ULCI]=[0.36, 0.67])；两类情境

下中介效应有明显差异(Δβ=0.80, [LLCI, ULCI]=[0.55, 1.04])，假设 H2得到支持。

4.5 样本分割法检验

4.5.1 样本处理

将每个团队的样本随机分割为团队组和个体组。样本分割后，个体组样本共 308人，团

队组样本共 311人。对于团队组，解释水平的 ICC(1)为 0.44，ICC(2)为 0.79，Rwg为 0.88，

组织经营状态 ICC(1)为 0.41，ICC(2)为 0.77，Rwg为 0.86，可以聚合为团队层面变量。接着，

将团队组聚合后的团队变量与个体组衔接为非同源数据集，重复数据分析步骤。

4.5.2 假设检验

两层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表 5。模型 2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组织经营状态的交互项

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回归系数负向显著(γ=-0.51，SE=0.08，p<0.001)，支持假设 H1；模型 3中，

解释水平与愿景追逐行为间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γ=0.27，SE=0.08，p<0.001)，在模型 4 中

加入愿景实现期望后，该效应及其显著性下降，且愿景实现期望与愿景追逐行为的效应系数

正向显著(γ=0.35，SE=0.07，p<0.001)，这说明愿景实现期望在解释水平和愿景追逐行为间

起中介作用。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愿景实现期望 愿景追逐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团队层面

解释水平 0.46**

(0.14)

0.22*

(0.10)

0.27***

(0.08)

0.1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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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经营状态 0.74***

(0.11)

0.59***

(0.08)

0.37***

(0.08)

0.17†

(0.09)

解释水平×组织经营状态 -0.51***

(0.08)

-0.28**

(0.09)

-0.10

(0.08)

个体层面

愿景实现期望 0.35***

(0.07)

性别 0.14

(0.12)

0.17

(0.12)

-0.09

(0.10)

-0.14

(0.10)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1)

教育 -0.08

(0.08)

-0.11

(0.07)

-0.05

(0.08)

-0.02

(0.07)

工作年限 -0.03

(0.02)

-0.02

(0.02)

0.00

(0.02)

0.01

(0.02)

与领导共事年限 -0.01

(0.03)

-0.01

(0.03)

-0.06*

(0.03)

-0.06†

(0.03)

截距项 5.58***

(0.28)

5.33***

(0.29)

5.66***

(0.32)

3.74***

(0.52)

注：*, **, ***, †分别表示 p<0.05, 0.01, 0.001, 0.1，团队层面样本数 N=63；个体样本数 N=308；表中系数为

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计算不同情境下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效应值及其 95%显著性水平下

限值和上限值，结果如图 5：偏向顺境时，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呈显著的负向关系

(β=-0.39, [LLCI, ULCI]=[-0.69, -0.09])；偏向逆境时，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呈显著的正向

关系(β=0.82, [LLCI, ULCI]=[0.62, 1.03])。两类组织经营状态下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

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Δβ=1.21, [LLCI, ULCI]=[0.87, 1.56])，假设 H1得到支持。

图 5 不同组织经营状态下解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

计算解释水平通过愿景实现期望影响愿景追逐行为的中介效应及其 95%显著性水平下

限值和上限值，结果如下：偏向顺境时，中介效应负向显著(β=-0.22, [LLCI, ULCI]=[-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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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偏向逆境时，该中介效应正向显著(β=0.52, [LLCI, ULCI]=[0.34, 0.70])；两类组织经

营状态下中介效应差异明显(Δβ=0.74, [LLCI, ULCI]=[0.46, 1.02])，支持假设 H2。将当前团队

组和个体组的原始样本调换并衔接为非同源数据集，结果依旧符合。

5 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通过1项情景实验和2项问卷调研，探讨了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对下属

愿景追逐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在组织经营状态越是偏向顺境的愿景沟通中，负

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越呈负向关系；（2）在组织经营状态越是偏向逆境的愿景

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与愿景实现期望越呈正向关系；（3）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

释水平对愿景实现期望的影响会被进一步传导并影响愿景追逐行为；（4）负面反馈的解释水

平通过愿景实现期望对愿景追逐行为的影响受组织经营状态调节，越偏向顺境，越呈现出负

向的中介效应；反之，越偏向逆境，越呈现出正向的中介效应。

5.2 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从言语措辞的角度揭示了领导者负面反馈对下属愿景期望及行为的影响机

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负面反馈的强烈程度对下属动机、情感态度及主动行为的影响(e.g.

Kim & Kim, 2020; Xing et al., 2023; Xing et al., 2021)，但负面反馈由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过程

构成，却较少有研究剖析负面反馈的复杂属性，多数研究将这项行为视为单一整体展开探讨。

虽然部分研究者就负面反馈的沟通过程、沟通方向等展开剖析(Fang et al., 2014; Kim & Kim,

2020)，但作为一类沟通手段，负面反馈内容的言辞策略也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负面反馈

的解释水平是下属理解反馈内容并就其产生相应认知表征的关键线索(Venus et al., 2018)。本

研究聚焦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揭示了当组织经营状态分别偏向顺境和逆境时，

负面反馈解释水平对下属愿景期望及追逐行为截然相反的作用。这一发现丰富和发展了学界

对负面反馈的复杂机制的理解，也恰恰说明扩展负面反馈措辞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本研究延展了负面反馈在愿景沟通中的运用情境，补充了愿景传达和负面反馈两

大目标管理手段的搭配使用对下属愿景认知的影响。一方面，当前理论界对围绕愿景的负面

反馈缺少关注。督促下属缩小与目标间差距是负面反馈的重要功能(胡君辰，李涛, 2014)，

这决定负面反馈与下属的目标承诺和绩效期望均存在重要的理论关联，却鲜有研究探讨如何

将负面反馈的这项重要功能运用在促使下属缩小现实与愿景间的差距上。另一方面，既往研

究对负面反馈的影响仍存在观点分歧(Kim & Kim, 2020)，并指出负面反馈发挥积极效应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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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下属能否精准评估所反馈的问题与目标间的联系(Audia & Locke, 2003)。尤其是愿景

作为一类具备高假设性的长期目标(Berson & Halevy, 2014)，负面反馈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

下属对看似不着边际的愿景产生怀疑。然而，已有负面反馈的研究多数聚焦于短期目标情境，

如何合理利用负面反馈激发下属愿景期望的问题仍未被良好解答。为此，本研究通过引入幻

想实现理论，考察不同的组织经营状态，完整地刻画了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在愿景沟通中影

响下属的心理过程，将负面反馈与愿景沟通结合，推动搭建两个领域学术对话，为管理沟通

手段的多元搭配构建理论桥梁。

第三，本研究基于幻想实现理论完整刻画了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解释水平影响下属的

解释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扩展了该理论的使用情境。幻想实现理论在心理、教育及健康等

领域具有长期发展，但针对工作场所的实证研究屈指可数(盖笑松 等, 2016)。本研究通过构

建幻想实现理论“理想未来”和“当下现实”两个理论核心与“愿景”和“现实阻碍”的衔

接，以及与组织经营状态的积极线索和消极线索的衔接，搭建出理论框架、研究问题和边界

条件间的逻辑纽带。基于此，进一步探讨下属在愿景沟通中对不同解释水平的负面反馈会采

取何种自我调节策略。结合幻想实现理论，本研究揭示了愿景沟通中负面反馈的复杂机制及

其发挥影响的背后逻辑，发展了该理论在管理领域的运用并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撑。

5.3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1）在管理认知层面，领导者需树立对负面反馈的合

理态度。盲目规避负面反馈或美化负面信息通常不利于组织发展(Fang et al., 2014)，应当采

取恰当的方法来发挥负面反馈的督促作用，通过灵活地转换语言措辞，使愿景沟通中的负面

反馈能最大程度地促使下属意识到现实和愿景间的偏差。（2）基于本研究结论，领导者越是

在顺境下越应以清晰、具体的言语措辞传达负面反馈，进而激活下属对愿景的期望。通过直

观描述组织的问题所在，引导下属意识到现状与愿景间的差距，督促他们在顺境中依旧能保

持忧患意识。（3）领导者越是在逆境中，越应以委婉、模糊的言语措辞传达负面反馈。虽然

在危机中，需要下属意识到情况危急，但单刀直入的措辞容易破坏下属的心理防线，导致人

心涣散。领导者应谨慎把握负面反馈的言辞分寸，做到详略得当，通过维持下属对愿景和现

实阻碍的认知平衡，适当为其克服阻碍指点行动方向。

5.4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待完善。一是本研究虽采用既往研究的量表衡量愿景沟通中负

面反馈的解释水平，但原量表并非直接针对领导者的讲话内容，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后续

研究可在完善量表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本研究结论。二是本研究采用聚合个体层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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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团队层次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虽广泛用于跨层次研究，但可能由于组内个体分值的高低

差异而引入新的数据噪声，后续研究有望从测量方法上改进本研究缺陷。三是研究2和研究3

采用间隔一周的两时点取样，在取样频率上存在局限，可能导致中介作用的结论的不肯定性，

后续研究有望采用经验取样法等考虑时间序列的方法完善本研究结论。四是本研究聚焦于愿

景沟通中的负面反馈，具有领导者以传达愿景为主、负面反馈为辅的前提假定。但在实际情

境中，下属对负面信息的接收时序可能优先于愿景信息。这可能导致反向心理对照，无法激

活下属的愿景实现期望(Oettingen et al., 2016)。后续研究可以探讨愿景沟通与负面反馈间更

复杂的组合搭配，以就本研究不足做出补充。最后，本研究仅对负面反馈内容的解释水平展

开探析。领导者讲话的心理距离还与领导者与下属的空间距离、传播媒介、表情和身体语言

相关(Berson & Halevy, 2014)，后续研究可就这些因素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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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ce of negative feedback in vision communication is quite common in managerial

practices and has increasingly garnered scholarly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prior

investigations into this domain remain in their infancy. While some studies suggest that

subordinates might lower their goal expectations after receiving negative feedback, there is also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such feedback can motivate subordinates to enhance their performance.

Consequently, the precise impact of negative feedback on subordinates’ perception of the leader’s

vision remains unclear. To optimize the use of negative feedback,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negative feedback strategie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subordinates’ vision expectations. The construal

level of the messag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the receiver’s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on fantasy realization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construal level of negative feedback in vision communication affects subordinates’ vision pursuit,

particularly under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This exploration aims to

offer guidance for leaders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feedback’s construal level on subordinates’ vision

pursuit, thre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he first study employed a scenario experiment, involving

76 participant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Subjects were exposed to stimuli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and leader’s speeches. In the second study, 301 participants completed surveys at two

time points. At Time 1, they reported the construal level of negative feedback of their immediate

superiors during vision communication and evaluated the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At Time 2,

they reported their perceptions of vision expectations and vision pursuit. The third study involved

a broader survey with 619 valid responses, using refined scales and a sample-split technique to

minimize common method bi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or vision communication under favorable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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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the construal level of negative feedback ha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subordinates’

vision expectations. (2) Under unfavorable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the construal level of

negative feedback ha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subordinates’ vision expectations. (3) The

construal level of negative feedback further affected subordinates’ vision pursuit behavior through

vision expectations. (4) This mediating effect is moderated by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leaders’ negative

feedback on subordinates’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s through the lens of wording strategy,

thereby advancing the research on negative feedback. Second, it explor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negative feedback’s construal level in vision communication. By integrating negative feedback

with vision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has built a theoretical bridg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fantasy realization

theory to workplace contexts.

Keywords vision communication, negative feedback, construal level, vision pursuit, fantasy

real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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